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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再现”研究

刘 希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1

摘 要：本文以“再现”这个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为切入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语言学转向”以及“物

质转向”的背景下，探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走向和范式发展。考察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

化研究如何既承续后结构理论的一些批判性视角，又能结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规避后结构

理论可能造成的文化主义倾向，在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考，从性别、阶级

和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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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 言

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实践一直受到多种理论资源的影响，自由主义人文主义、

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理论话语给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提供了多样的批评范式和分析方法。不论何

种理论话语影响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其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反思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与种种文化

实践的关系，高扬妇女作为文化生产的客体的批判性或者主体的能动性。在“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

之后的西方学界，种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

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已经有中国学者初步梳理了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理论特别是种

种“后学”对于中外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实践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苏红军 & 柏棣，2006；王淼，2008；刘岩，

2011；刘希，2021）。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又有的新的反拨“文化转向”的“物质转向”思潮，而它对女

性主义批评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梳理。本文将延续这些讨论，以“再现”这个当代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为

切入点，探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走向及其范式发展，考察在“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的“物

质转向”的背景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如何既承续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视角，又结合马克

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规避后结构主义理论可能造成的文化主义倾向1，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

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考，从性别、阶级、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

性的研究。

Ⅱ.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再现”或者“表征”（representation）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文化研究之父”、英国学者斯图尔

特·霍尔（Hall, 1997：17）在其《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提出：“再现是借助语言对我们头

脑中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是联结概念与语言的纽带，能使我们指涉物、人或事的‘真实的’世界，或者

虚构的物、人和事的想象的世界。”他考察了人如何经由语言表达意义，分析了“再现”的运作机制，并

借助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符号学、语言学、解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

等资源，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反驳了反映论路径（the reflective）和意向性路径（the intentional）。

他认为语言并非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已经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也并不是言说者将他/她自己独特的思想传

递出来的中介。霍尔提出，我们要采用一种建构主义的路径（the constructionist）去理解意义的生产：无论

是事物本身，还是语言的个体使用者，都无法确定语言的意义，意义是由社会行动者使用“再现（表征）

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s）来建构的。因此，意义不是客观事物那里固有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

是一套意指系统的结果。客观世界和我们的思想观念、语言之间有着复杂的中介（mediated）关系，而并非

我们的思想借助语言对现实进行客观、直接或透明的还原与呈现。语言、符号最终受制于历史，事物的意

义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被生产出来，并且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变化，而不会被永远地固定下来。“再

现”也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性”（discursive）的范畴，作为知识生产的来源之一，它与社会实践和权力

问题紧密关联——话语会引起人们的认同，可以生产不同的主体位置，进而在这些主体立场上生产出新的

知识。霍尔在提出文化再现理论时，通过分析大众文化中的“他者化景观”，批判了文化再现实践中的常

1 文化主义倾向是指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过度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如在解构

文化符号和意义时过于关注文本本身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而较少考虑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

展的；或在分析社会不平等时，更多地关注语言和符号如何构建和维持不平等，而较少考虑经济制度、阶级结构等更为

根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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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和“他者化”（Othering）现象。他以大众文化中的种族形象为例，揭示刻

板印象如何作为再现实践，经过本质化、还原主义、自然化、二元对立等运作，卷入以霸权、权力/话语为

形式的权力游戏中。霍尔（Hall，1997：277）更提出具体的对抗策略，鼓励将负面的刻板形象转换成具有

新意义的符码，并开展“再现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一场关于意义的持续斗争。“再现政治”

实际上也是关于关乎话语场域中的被再现者如何可以自我再现（self-representation），如何可以被听到的问

题。

关于再现和话语的这些建构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深刻影响了很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后殖民主义理论中，

关于文化再现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指出，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持续的表征为被殖民者构建一种非欧洲的、

低等的种族身份的，而这一再现过程是如何巩固西方帝国主义的；而在底层研究中，则探讨了底层是否可

以被代言、被再现的问题；如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体框架”研究就认为新闻媒体所刊载的内容并非社会

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研究者可以分析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媒体框架，如对某一

社会群体的过度再现、低度再现还是错误再现，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报道呈现出正面、中性还是负面的立场

等。此外，从“再现”视角出发，文学或其他文化文本即使持“现实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也并非对社会

现实的客观和直接的反映。同时，即使创作者承认文化文本的虚构性，也并不意味着文本就是创作者纯粹

主观世界的反映。文化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套意指系统和话语实践，与现实有着复杂的中介的关系，且与

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可以生产权力关系并建构主体位置。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克丽丝·维登（Weedon, 2011）曾以英国文学研究为例指出，在后结构主义

理论之前，对妇女和性别问题的文化文本研究中曾有两种代表性研究视角：一方面，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影

响下的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对现实世界中的女性经验的真实表达，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目

标是挑战被歧视的女性形象，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给女性作家以合法的地位，并努力构建一个女性

写作的传统。这种解读方式的前提是女性主体是充分自主的，并默认了语言的透明性和文本表达中经验的

真实性。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则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对本质的

女性主体性的表达，认为这种主体性可能是被压抑的，但往往有着巨大的颠覆性的力量。这种解读方式挑

战了对语言的透明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与固定性的认识，但也存在对性别、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与潜

意识结构的非历史化的理解，从而亦无力考察种种挑战和改变的可能性。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因为视主体性

为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主体位置，将性别主体性视为在意指实践之内被话语性地被建构而成的，因此可

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再现”与现实、经验的关系。对妇女和性别的再现并非对现实的客观还原或直观反

映，它们自身也是一套符号和表意系统，其生产出的意义并不是它们声称要去代表的东西即“所指”，而

是来自于它们在什么位置上对“所指”或者现实相勾连。如女性主义文本告诉我们当时“流通”着什么样

的性别话语并相应地生产出什么样的主体位置，这样才能让我们对父权制的特殊结构以及抵抗的可能性做

出洞察。

同时，在妇女学和性别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再现”和性别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历史学

家琼·W·斯科特（Scott, 1986：1067）曾提出一个对社会性别（gender）的重要认识：“社会性别是基于

‘被认为的’两性间的差异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元素，是指征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她认为研

究社会性别的方法，首先是对引起了对多样且矛盾的性别再现的文化象征（culturally available symbols）的

研究，如将妇女视为光明或黑暗、纯洁或污秽、无辜或腐化的象征的文本是在何种语境下被怎样创造出来

的。其次是对各种影响了我们对这些文化象征的解读的关于两性的规范性概念（normative concepts）的研究，

它们以固定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于宗教、教育、科学、法律和政治的学说中。因此，斯科特首先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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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再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而女性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里提斯（Lauretis, 2007：

202-203）受到福柯关于“性的社会机制”的理论影响，提出要“把社会性别看成是一种再现与自我再现，

是各种社会机制，譬如电影院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并

认为“社会性别的再现”其实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她进一步认为这种建构不仅仅在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媒体、学校、法律、家庭内进行，还在学术界、知识分子圈，甚至在女性主义内部进

行着。

无论是将社会性别理解为一种通过建构性别差异而指征权力关系的方式，还是一种通过再现和主体建

构而达成的意识形态，这些视角都促使我们在考察对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再现”时，不再主要看“再现”

是否歪曲了现实，而是去研究“再现”这个符号和意指系统所生产出来的“现实”及种种规范、差异和认

同；不再把“性别差异这个父权制的重要基础视为外在于再现系统的再现的客体，而是视为再现系统造成

的结果”（Cowie, 1990：118）。同时，我们对父权制也有了新的认识：父权制是基于性和性别的一套社会

统治体系，更是“通过在性轴线上建立社会性的性别差异而形成的一套社会心理关系的网络”，它“深深

植根于我们对性身份认同的意识之中，看起来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Pollock, 1988：33）。这种新的认

识也让我们重新考量了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目标：不再是妇女或者性别议题的再现是否扭曲了（真实的）

参照物，而是这种文化再现所声称为真实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差异，以及支撑了这种话语背后的种种社会规

范。因为相对于作为性统治体系的父权制结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还要将父权制视为一种建构了性分化

（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观念体系。

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开始聚焦主体性、身体、性本质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将关注的焦

点转移到意义的符号结构。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对“再现”/文本、现实和意义生产的立场出发，我们需

要坚持意义的流动性原则，并将研究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成了的产品的“意义”。

琼· W·斯科特（Scott, 2001：284）在谈及福柯时指出：“后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文字和文本没有固定

或内在的意义。在它之间不存在透明或不言而喻的关系。无论是思想还是事物，语言与世界之间没有基本

的或终极的对应关系。那么，在这样的分析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何种具体背景下，在哪些特定的人的

区域中，以及通过什么文本的和社会的过程，意义才最终被获得？更普遍的问题是：意义是如何变化的？

有些意义怎样作为规范性的东西出现，而其他的意义怎样消失或被遮蔽？这些过程揭示出的权力的构成和

运作是怎样的？”

这些都成为我们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可以提出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对于历史记载的，还是对于各种

文化文本如文学、影视等“再现”的研究，都可以从这种意义生产、话语建构、主体形成和权力运作的角

度去分析。维登（2011：199）建议文学研究者们在文学再现和性别的关系上采用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形式：

“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而言，文学乃是对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之运作的许多特殊情境之一。文学不是反

映或表达着社会生产的或本质的女性（womanhood），而是如其他话语形式一样，意图显要地建构出女性或

男性‘自然的’存在方式。虚构作品提供给它们的读者以主体位置与主体性模式，这些模式意涵着特定的

意义、价值和享乐形式。作品所提供的那个社会见解的中心，就是对女性性质的特定定义，以及女性特质

与男性特质的关系。”

因此，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是我们针对文化再现问题开展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它启发我

们注重“再现”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以及“再现”的生产和阐释过程中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朱迪斯·巴特

勒（Butler, 1994：157）就认为对“权力无所不在，甚至存在于批评家自身”的这种认识是作为政治参与的

批评的先决条件。作为在英文表达上的同一个词汇“representation”，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再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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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象征等）与法学和政治意义上的“代表”（或代理、授权、权力分配等）其实关系密切。对“再现”

的政治性的深刻认识启发我们将妇女或者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自我再现”也视为一种“再现”，它也有

其话语性和与权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跟各种等级性的差异的建构。并不是说当某一社会群体开始自我再

现的时候，他/她生产相关知识、建构相关话语的过程就是透明的和可靠的。对于底层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

题，即斯皮瓦克（Spivak, 1988：283）的“底层可以说话吗”，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首先，知识分子针对

底层人提出了“再现”或“代理”的问题，他们认为无论底层是否可以“说话”，有无“能动性”，“代

言”本身的权力关系都是需要被审视的。其次，当底层进行“自我再现”时，他们的发言并非透明的现实

反映，也不一定有统一的或自觉的声音，也经过了社会话语的调节。贺萧（Hershatter, 1993：119）曾认为

“底层不能说话”实际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在话语中再现自己”，而同样经过了社会话语的调节。周蕾（Chow,

2001：46）也提出，“再现，甚至是对自我的再现，总是需要与那些使‘自我’变得不透明而不是清晰的

异质性因素相妥协。尽管被想象为知识的终极来源，自我其实也并不一定‘懂得’自己，也不能被归结为

理性认知的范畴。”因此，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再现”和“性别”的研究就是要坚持文化文本

是意义的建构，而非意义的反映，将种种文本视为历史性生成的话语性产物，考察它如何为读者建构意义

与主体位置，及其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不同效用和政治意涵。而不同文本对于妇女经验和主体性

的“再现”同样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产物，在其中我们可以关注权力是如何经由文化话语来

指征的，特别是“性别差异”的话语是如何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以及“抵抗”在

何处出现，其产生又何以可能。

尽管没有直接借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理论（苏熠慧，2016；张也，2018），后结构主

义女性主义的很多理论家在考察“再现”与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建构时也并不仅仅只看到社会性别，而是同

样注重阶级、种族、职业、年龄、性倾向等多种社会范畴坐标上的意义生产。这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对

“女性”以概念的去本质化的多义性理解密切相关。劳里提斯在其“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就注意到，温

迪·霍尔韦（Hollway, 1984：237）在研究权力关系、社会性别差异与主体意识产生时发现，权力与主体的

产生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妇女们在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实践与身份体系中进行了不

同的投入，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且也能解释“社会差异的其他主要方面，譬如阶级、种族与年龄，它

们与社会性别相互交叉来支持或冷落某些立场观点。”维登（2011：197，200，206）在论及“解构”对于

女性主义的意义时就认为它提供了方法“去解构那些加强了性、种族和阶级压迫的阶层性对立（hierarchical

opposition）”，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则类似于打一场关于“作品意义的话语战役”，并在这场战

役中考察为什么“特定解读的正当性以及其他解读的被排除，代表了女性的、阶级与种族的利益”，这样

才能深入研究具体的文本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主体性模式，因为“主体性在社会过程与实践中——经由这

些过程与实践，阶级、种族和性别权力的形式得以行使——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周蕾（Chow，2001：49）

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不断向我们表明，“‘再现’不能脱离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南希·弗雷

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Fraser & Nicholson, 1994：258）在讨论我们应当

如何避免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造成的误区时也提到，即使女性主义需要回应“千变万化又千篇一律”的

性别不公问题，但我们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也仍要采用一种“非普遍主义”（non-universalist）的立场，摒弃

单一的“妇女”和“女性性别认同”概念，而代之以多元复杂的建构性社会认同，将性别视为一个相关的

链条，同时兼顾阶级、种族、族裔、年龄和性取向。如此一来，在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之后，女性主义

的议题设定“已经从‘为何有压迫，以及如何终结它’转移至‘对女性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和“去成

为某种女性意味着什么”（Tormey & Townshend, 20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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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近年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意义的符号结构和权力问题一直成为女性主义者女性的研究焦点，这种

倾向看起来越来越远离对物质/结构变迁的关注。因此，应该怎样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物质与文化、话语和

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阿里夫·德里克（Dirlik, 1999：11）就曾批评后殖民主义中的语言学转

向和文化主义倾向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具有共犯特征：“如果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理解，这样的理解对欧美主宰世界的批评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主宰不仅仅是‘话语’的主宰，而是深植于

权力结构之中……这并不是说文化和话语无关紧要，而只是重申它们作为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不够的；将文

化和话语与物质世界分离，本身就是非常现代的做法。” 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性别研究中的再现问题。苏

红军、柏棣（2006：21）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米歇尔·巴莱（Michele Barrett）提出后结构

主义的解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和话语理论“使实践经典的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

越来越困难”。近年来中外很多学者思考后结构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文化主义”倾向，特别是可能影响我

们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妇女所从属的物质性的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本身也是复数的，并非所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派别都倾向

以语言取代物质和受压迫的权力关系。如维登（2011：124）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就始终强调话语实

践与物质权力关系的结合，指出“话语实践乃是被深置于物质权力关系之中；而物质权力关系亦需要转化，

以使变革得以实现”。这可能与维登对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有关。维

登（2011：32，37）认为，女性主义者需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之间所做的联接，以及

意识形态在社会权力关系之特定形式的再生产之中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她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转

译”成后结构主义的术语，即“话语、经济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必要关系”，对这种通过话语对社会权力的分析并不一定要全部还原为资本/劳动关系和阶级分析，因为后

结构主义需要有空间留给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如性别和种族。巴特勒（Butler, 1994：160）也认为后结构

主义视域下的“主体”是“充分嵌入到各种物质实践和制度安排的组织原则中，并在这种力量和话语的矩

阵中构建而成的”。

米歇尔·巴莱（Michele Barrett）也很早采纳了阿尔都塞的关于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有着相对的自主

性的观点，去剖析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深深嵌入于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中，但是她“无法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来说明性别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Tormey & Townshend,
2006：119）。劳里提斯（2007：206-208）在讨论社会性别机制时，也借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她

认为虽然阿尔都塞的理论本身不涉及对社会性别的讨论，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如“所有意识形态都有

将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主体的功用”，却可以启发我们把社会性别这个传统上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

同样视为一种通过建构主体而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同时，劳里提斯（2007：213）提醒我们，女权主义可能

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如等级观念、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乃至

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sexism）的共谋关系。

那么，对“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坚持能否成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连接

点呢？有学者认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长期

以来对意识形态——内在于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并对维持这两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思想和信仰体系——的关注

能否、并且如何采用或适应后结构主义方法”（Wingrove, 2015：455）。更进一步，对于主要研究种种文化

符号、编码、“再现/表征”的学者来说，我们可以在后结构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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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文化和话语重新与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系起来？

其实在语言学转向前后，很多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们在讨论物质性的时候都包含了对文化以及

“再现”的力量的讨论，即使再现活动或者上层建筑本身被认为有其自主性，但物质性或人类的种种“感

性活动”仍被认为是“再现”等语言和符号实践发生的场所。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意指实践、话语还有人

的心理的“物质性”呢？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对此问题的相

关论述。

在对心理结构的理解上，女性主义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的学者南希·哈索克（Hartsock, 1997：

471-472）所持有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客体关系理论，将分析重点转移到了心理学上的人格世界，在这

个世界里，由性别分工和“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抽象要素所塑造的自我关系（即意识）占据了中心。

但对她来说，最根本的立场在于认清压迫是社会的基本现实，并在注重社会分析视角的多样性与女性主义

立场时确认一个物质性背景。跟哈索克一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科拉· 卡普兰（Cora

Kaplan）也注重所谓“心理认同”的社会性。卡普兰（Kaplan, 2003）认为，文学作品恰给了以上那些“同

时刻写”（simultaneous inscriptions）以叙述形式，并进一步指向了社会和心理认同的碎片化性质以及“社

会意义的心理化再现方式”（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meaning is psychically represented）。卡普兰（Kaplan, 2003：

175-176）指出：“我们必须把心理重新定义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内容。这样做并不是要脱离将种族和

阶级考虑进来的女性主义政治，而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社会分化和性别印记是如何相互保护和赋予意

义的。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努力对此进行改变。”这种对于心理的社会性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阿尔都塞。

受到拉康（Jacques Lacan）影响的阿尔都塞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去考察心理与社会的关系，因为意识形

态本身就是个体与他们所在的真实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再现。

对于社会话语的物质性理解，卡普兰（2003：163）认为，以“阶级”为例，很多社会主义批评家也没

有将他们的研究对象——文学文本——“作为生产阶级意义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看起来离真正的经济和

政治的决定因素距离太远”，而“阶级的一切物质关系在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因为语言本身是物质

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也非常值得探讨。唐纳·兰德里（Donna Landry）

和杰罗·麦克林（Gerald Maclean）所倡导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解构的唯物主义

女性主义观”，他们提出的对各种文化和社会产品的批判性研究其实是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继承。兰德里和麦克林（Landry & Maclean, 2005）认为，相较于阿尔都塞，威廉

斯充分发展了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及其能动性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对于威廉斯而言，语言是‘实践性的意

识’，一种在世界中具有物质后果的思考和活动方式……威廉斯将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掌握物质现实的

重要方式。他认为需要一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唯物主义——‘在历史唯

物主义中的关于物质性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会被发展出来。威廉斯努力把人类主体作

为文化的能动者放回到唯物主义的辩论中。”（Landry & Maclean, 2005：5）

如一些“后社会史”（post-social history）学者所认为的，我们应当打破客观论和主观论的二元分化，

同时质疑意向角度的说明和结构角度的说明，认清意识形态和话语在个体基于社会物质存在条件中的中介

作用：“人们始终是通过某种话语性的社会想象的积极中介过程，来体验其社会世界，或与该世界结成蕴

含意义的关系的。这种社会想象赋予社会实在以意义，将历史性的存在赋以利益与认同，并引发蕴含意义

的行动，引导它，赋予它人们心中的感受。……话语确实通过将自身投射到事件中，积极参与了社会事件、

过程、关系与制度的塑造。”（Cabrera, 2004：125）另一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同样认为话语和知识是具有物质性的。她认为将话语理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可以看到语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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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关系。“将话语概念化为意识形态，为女性主义理解权力/知识关系的物质性提供了一

个系统的理论，在我看来是推进了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框架。”（Hennessy, 1993：100）她在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和“接合”（articulation）理论以及米歇尔·佩舍（Michel Pêcheux）

的“话语间性”（interdiscourse）理论的启发之下改造了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亨尼西（1993：84-85）认为：

“如果我们不把主体性或‘经验’作为有别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东西来对待，那么女性主义的目标就会得

到最好的实现。在将主体性与其他社会和物质领域割裂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

巨大的批判潜力和女性主义作为解放性的社会运动的目标被破坏了。”亨尼西在话语的物质性问题上，反

思了福柯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对性别和对帝国主义不彻底的反思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性。她认为在话语的物质

性上我们要坚持女性主义立场，看到话语理论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女性主义致力于理解跨越多

种差异形态——种族、阶级、性别、性——的对‘妇女’的话语建构，它需要一个问题意识，以解释对差

异的话语建构与形塑这些话语的剥削性的社会安排之间的联系。我们宣称要打破西方知识在复刻剥削上的

共谋关系，这个立场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理论话语的物质效果。”（Hennessy, 1993：65-66）她也批

评了劳里提斯没有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和多元主体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联系起来。笔者非常认同

亨尼西在话语的物质性问题上做出的思考和论述，因为我们最终需要明晰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卷入剥削

性的社会关系的对不同形式的差异的建构过程。

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再现”研究，亨尼西（1993：92）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作为意

识形态研究的话语研究，发展出一套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也即是

反霸权的批评话语去研究所有意义生产实践。她借鉴西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关于“危机诊断”（crisis

diagnosis）的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首先指出文本逻辑中的内在矛盾，从中看到其历史性；然后将文本危机去

拜物教化（de-fetishizing），将其解读为对矛盾的历史性力量的意识形态置换；最后用隐含于文本危机中另

类叙述来取代文本的问题。她认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成社会的转变，因为文本内在的矛盾其实是更大

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造成危机的发生。这种“症候式阅读”完全可以为女性主义

所用，因为它将任何文本都视为历史性矛盾的产物，考察特定文化文本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的话语接合，

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主体性视为意识形态/话语位置性，从而有助于揭示文化文本中霸权性的

意识形态，看到文本背后的历史性、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亨尼西也认为，对主体的建构正是话语的物质性作用之一，因为主体就是被很多等级化的差异所构建

的，而且这些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往往是历史的和系统的，如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黄继锋，2004：24）。卡

普兰（2003：149-150）也认为，我们在从事文化研究时，不仅要对文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同时还要考察

文本的语言过程和它在这些条件下建构和定义的“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

体性”理解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固有的、超越性的女性主体性的理解。虽然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

帮助女性主义打破了这种迷思，把写作、性征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加以复杂化，但是却缺少了对社会性别以

外的社会分类的分析。因此，应当把“主体性”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建构的意识形态”，并看到性别阶级、

种族等范畴的多元作用。

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主要解释效力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作为历史和政治

产物的性/性别体系的非自然化”，将“压迫作为分析中心并给予相应的解释和行动”，同时将差异“作为

统治、剥削和异化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其条件”进行解析，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对意指系统的分析是怎样

促成、确认、阻碍或挑战以上这些解释性要求的”（Wingrove, 2015：460-461）。我们认为，在文化文本研

究中，我们对各种等级性的差异的解构及其历史性、政治性的分析，可以同时结合后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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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理论工具，将对“再现/表征”的结构和意义的研究与对宏观语境的勾连和意识形态分析联结起来。

早在 1978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集体”（The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就

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方法，认为对“再现”的研究可以将这些视角结合起来：“文

学文本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性的，它们不能给我们关于社会形成的知识，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在文化分析中同

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现实关系的想象性再现（an imaginary representation of real relations）。一种对作为

文学生产的一个关键决定性因素的性别加以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方法，可以提供一个将文学作为

性别差异化的意指实践的更优理解。这并不是要把性别凌驾于阶级之上，而是要挑战一种将女性写作分离

出去的男性写作和批评的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的可能性

有相当大的兴趣……但我们认为，只有将两者综合在一起（尽管这将被问题化），我们才能弄明白至关重

要的父权制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The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 1996：329-330）

以该小组的一个成员卡普兰的理论为例，她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交叉性视角和文本解构结合起来的

方法非常富有启发性。卡普兰（Kaplan, 2003）在其最有影响力的《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

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一文中认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来说，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现代批判理

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破解种种被自然化和本质主义化了的身份认同概念以及那些关于

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静态话语。但同时她也认为，我们对这些理论在意义生产研究方面的应用必须关注

到各种差异系统对文化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性的差异。女性主义批评最为关注的性别话语，特别是性别二

元对立的概念，往往“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术语，其他类型的差异”被制定或者打破。“阶级和种族意识

形态浸润于并且通过性差异的语言来表达。阶级和种族的含义并不是性的隐喻，反之亦然。虽然不够确切，

但最好把它们视为通过一种叙事方式、一组意义链中的关联术语相互建构的结果。了解性别和阶级——如

果只分析两种范畴——如何互相绞合和表达，将改变我们对它们每一项的分析。”（Kaplan, 2003：149）因

此，卡普兰认为，女性主义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规定社会和心理意义的不同类别（性别、阶级、族裔等）

之间表达出的亲密关系”的“异质性”要素上。承继后结构主义对“再现”的建构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卡

普兰（2006：168）认为“再现都不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它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分化和意识形态通

过心理结构发挥作用造成的历史影响的结果，并在性和社会身份中起作用”。文化文本本身并非一个统一

的东西，“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异质性的话语，挪用、语境化并评论了对其他阶级和性别的‘语言’”（Kaplan,

2003：165）。因此，以十九世纪的小说为例，无论小说的现实模仿性或者写实性有多强，它们都可以透露

给我们“维持当时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强大的阶级和性别象征的力量”以及“社会和性别差异之间的互相刻

写”（Kaplan, 2003：167）。研究者可以通过对作者和人物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限制的考察去发现阶级和

性别的历史性交会。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兰德里和麦克林（Landry & Maclean, 2005：90）也认为需要对多种差异政治，

包括“阶级、性别、种族、族裔、性征、国际、后殖民性、宗教和文化认同”进行社会批判，并且认为“文

本性”（textuality）的女性主义研究尤其要关注不同的差异性再现和这些再现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他们认为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仅主张阶级矛盾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社会实践中的矛盾的物质性，还承认更多其

他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它们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且具有物质基础和物质后果，如种族、性征、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Landry & Maclean, 2005：229）。1

可以说，对于如何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关系，以上这些女性主义

1 关于（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怎样反思和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参见刘希 & 郁旭映（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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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都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和努力。“要成功地维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三者之间的动态、

紧张关系乃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从解放观点来说，这仍然比放弃这种三者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还要

更为可取。”（Tormey & Townshend, 2006：116）一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反思了单一的后现代主

义视角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宏观结构分析的放弃，使其削弱了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

政治性。他们认为，“因此至少需要对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大叙事（large narratives），对宏观结构

和制度的经验的和社会理论的分析，对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互动分析，对文化生产的批判性阐释学和制度

分析，对特定历史和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分析等等”（Fraser & Nicholson, 1994：249）
如果回到有学者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主要解释效力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作为

历史和政治产物的性/性别体系的非自然化”，将“压迫作为分析中心并给与相应的解释和行动”，同时将

“差异作为统治、剥削和异化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其条件”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保持对宏观社会

结构的考察特别是对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分析和批判，进行对各种不平等的差异性的历史性解构，

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所吸纳运用的。对“再现”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物质性的关注

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清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关系的建构过程，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方面

的剥削、压迫和异化问题。

Ⅳ. 中国女性再现的批评实践

近期有学者梳理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发现自八十年代以来，

在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领域，有学者探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有学者进行

了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去本质化”和历史化的批评实践，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后结构主

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刘希：2021）。此外，也有中国学者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之

间的动态关系上进行过尝试和努力。贺桂梅（2017；70）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体性”问题上，就对

福柯和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过重释和应用。她认为，福柯对主体性实践以展开的具体权力场域的

关注，还有巴特勒对“操演性抗争”（performing protest）本身限度的洞察，都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掘“操演

者”所置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历史形态，因为“每个人只能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内部来建构

或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在反对本质主义的“主体性”阐释之后，贺桂梅对“非主体性”社会结构的关

注又有了超越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中心主义的倾向。她认为，我们要注意“女性自我意识、社会身份、

组织方式等的‘社会建构性’”，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文学、美学或文化研究之外的政治经济学讨论面向（贺

桂梅， 2017：70）。

对不同文化包括文学文本的政治经济学面向的讨论有很多成果。人类学家严海蓉（2010）对八十年代

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的社会学解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严海蓉（2010：

104-122）认为这部书写妇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的小说，本可以成为反思社会再生产的价值、

探讨社会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的重要起点，但最后性别问题在小说的解读及其接受中被隐去，而如果小说能

够成为“知识分子负担”和阶层问题的表征，就可能让研究者审视改革的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小说的社会效

应。“社会和政治的形势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及一个问题如何成为‘社会’问题。”（严

海蓉，2010：110）严海蓉对该文本中后毛主义时代话语体系的剖析，让她深刻发现了小说对脑力和体力劳

动的价值差别构建的意识形态性。

美国学者艾米·多琳（Amy Dooling）在对当代中国“打工妹”的文化再现的研究中，也以强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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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对社会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她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女性农民从田间地头进入工厂的

大规模流动如何催生了当代文学和视觉文化中对作为工人的妇女的新的想象与表现模式？在这些文化想象

背后的政治运作是怎样的？这些再现优先化了谁的利益，最终又服务于谁的利益？”（Dooling, 2017：135）

在这里，“政治”的意义即为对“打工妹”个体命运的理解与对社会变迁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及父权

制的认识的关联，以及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交叉性的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和挑战。多琳（Dooling, 2017：141）

最终的结论是，这些“在大众文化中传播的城市现代性和社会流动性的诱人形象，是推动当前农村劳动力

向外流动的意识形态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再现”中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关系建构的研究，很多中国学者运用历史化和交叉性视角取得了重

要成果。戴锦华（2007）的“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典范性的研究。她以90年代影视

作品中对下岗女工和“打工妹”的再现为例，在90年代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多种社会差异的历史语境中去考

察阶层与性别话语和叙述的互相借重和遮蔽，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之一。

“阶级与性别命题的凸现，不仅在于它涉及被剥夺或牺牲的多数，而且在于它作为某种至关重要的社会、

文化的症候，作为社会、话语、文化实践，其在强势/弱势、中心/边缘间所经历的复杂交错的历史演变，以

及他们与多层面的社会现实，与多个权力中心的相对关系”（戴锦华，2007：370-371），这与亨尼西所推

崇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症候式阅读”方法类似。，将文本内在的矛盾看做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并努力揭露揭示文化文本中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以当代女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芝麻》为例研究

对进城保姆经历的书写，也发现了这个保姆故事中的文本内在矛盾和张力与城乡社会中深层的制度化和结

构化的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紧密关联。“文本对城乡等级化差异的质疑最终让位于认可和强化了这种差异

的‘人口控制’和‘素质论’的社会话语；作者所声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被更深层的现代性意识

形态、发展主义的话语和相应的文本策略深深地遮蔽了。”（刘希，2013：95）这个文本最终强化了改革

开放后以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性话语。

在以上这些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文本的解构和分析都可以事先

对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和它们之间交叉性关系进行深入认识。研究者们对于“再现”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

的坚持，对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不仅让他们认清了对各种差异的具体话语建构过程，更深入探讨了

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上剥削、压迫和异化这些社会问题。在维持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的动态关系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议程其实可以兼顾对文化实践的研究和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与

物质关系的认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借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解构方法和批判性视角，

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

考，从性别、阶级、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女性主义

议题可以既包括“对女性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成为某种女性意味着什么”，也可以导向“为何有压迫，

以及如何终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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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Feminism

Liu Xi (Dept. of China Studies, Xi’an Jiaotong - Liverpoo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Centering on cor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thodological trends and

paradigm development in femin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examines how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continue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post-structural theory while also integrating Marxist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ositions to avoid the culturalist tendencies that post-structural theory might caus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materi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s alongside cultural criticism. Then it

proposes to conduct historicized and intersectional studie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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